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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

2012—2022 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
研究的现状评析

倪  春  纳

［摘  要］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迅速升温，他们热衷于讨论中国

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做

出了各种预测。总体来看，多数海外学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自身建设取

得长足进展以及执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们强调政

治领袖的突出作用，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之下进行分析，并开始重视中

国特色和中国传统的影响。海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但是对于其中的某

些错误观点则需要加以辨析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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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关注迅速升温，中国共产党也成为海外中

国研究的热门主题。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托尼·赛奇指出，与西方世界的预

测相反，在过去 40 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各种风险与挑战并焕发出蓬勃

生机，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成为全球的主要参与者。①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热

衷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及其应对措施，同时也对中国共

产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各种预测，形成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经历磨难挫折和战胜重大挑战中不断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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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个确立’引领江苏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

（22ZDA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Tony Saich, 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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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各种复杂

的风险与挑战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与应对

2013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

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 进入新时代，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

导变得愈加重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意识形

态高度分化，各种‘进口’的主义到处传播和横行”，这种状况削弱了部分党政干部

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感”。② 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傅士卓认为，随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正变得日益多元。环保组织、企业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

各种社会组织数量激增，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

地位因此受到了影响。③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弗兰克·皮耶克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在意

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受到资本主义和对外开放带来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

义的双重冲击，同时还有许多人选择信仰宗教来寄托精神生活。④

海外学者认为，为了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各种新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宣传教育等方面做出很多努力。英国伦敦大学学者曾

敬涵认为，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

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⑤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廉·约瑟夫认

为，进入新时代，“中国梦”等有关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同时也

被写入教科书。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要求干部

必须进行学习培训，并经常召开“理论工作会议”进行宣传。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

全社会开展和宣传各种文明建设，包括“物质文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精神文

明”（文化自豪感、爱国主义、道德行为、遵守法律）以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加

美好未来的政党。⑥ 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罗志帆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内的教育活动

高度制度化，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成为党内治理的重要工具，以实现教育和威慑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3 页。

②  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83—84 页。

③  Joseph Fewsmith, 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187.

④  Frank Pieke, “Party Spirit: Producing Communist Belief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Zheng Yongnian 

and Lance L. P. Gore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99.

⑤  Jinghan Z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pacity to Rule: Ideology, Legitimacy and Party 
Cohes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151.

⑥  William A. Joseph (ed.),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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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目标。① 中共十八大以来，不少海外学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的职能得到

了强化，在对地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行政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斯坦福大

学亚太研究中心学者夏洛特·李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级干部学院和党校形成了全

国性的组织网络，对党员干部进行知识上和能力上的培训。②

此外，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并非局限于组织内部。德国洪堡大学学者

约翰内斯·格舍夫斯等人强调，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从中汲取

了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会危及党的活力。因此，随着社会环境的变

化，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成为维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可或缺

的支柱之一。③ 还有海外学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得到了显著提升。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学者马克西米利安·梅耶认为，为了消除福山等学者鼓吹的“历

史终结论”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对自身历史的叙事，把古代中国的文

明历史整合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中。④

总之，许多海外学者积极关注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对中

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进行了概括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适应

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持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守正创新，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

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

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和破坏性”。⑤ 进入新时代，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一些新

的挑战。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斯·戈尔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

基层组织。⑥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布鲁斯·迪克森认为，如果中国共

①  Luo Zhifan, “Discipline the Party: From Rectification Campaigns to Intra-Party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China”,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9, No.4, 2021, pp.52-74.

②  Charlotte Lee, Training the Party: 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Reform-Era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Alexander Dukalskis and Johannes Gerschewski, “Adapting or Freezing? Ideological Reactions of 

Communist Regimes to a Post-Communist World”,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55, 2020, pp.511-532.
④  Maximilian Mayer, “China’s Historical Statecraft and the Return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6, 2018, pp.1217-1235.

⑤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 页。

⑥  Lance L. P. Gor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spects for 

Authoritarian Accommodat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t, Vol.62, No.4, 2015, pp.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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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不能将入党动机不纯的人排除在外，那么党组织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声誉都可能

会遭到削弱。①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认为，与意识形态相比，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在国家整合和决定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愈加突出。② 与此同时，中国共

产党的干部队伍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且受过良好教育，其中高达

88% 的局级以上干部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行政机构和

职位布局的设置、官员的任命和调动等复杂的干部管理制度，使干部人事管理日益精

细化，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利益集团的形成。③ 布鲁斯·迪克森发现，为了保证党员质量

和组织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对组织发展采取了更加严格审慎的态度，如中共十八大

之前党员数量每年保持约 3% 的增长速度，但进入新时代增速仅有 1%。④

许多海外学者还发现，组织基础的不断扩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

入新时代，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中纷纷建立起党组织，组织覆盖面不

断拓展。郑永年认为，在中国，政治开放性主要是通过政党组织来实现的。作为革命

党，政党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和阶层的支持；而作为执政党，政党则需要凝聚所有阶级

和阶层的支持以获得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十分迅速，成为社

会各种利益的组织者和表达者。⑤ 兰斯·戈尔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制度、

干部管理、基层组织等关键领域均做出了重大改革，其中多数集中在干部管理体制方

面，如包括干部选拔、考察、晋升、评价、激励等；中国共产党各个层级的干部都必

须经历培训、具备其职位所应有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才智；政治忠诚和人格品质与领

导才能一样受到重视。⑥ 有学者重点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考核制度，认为用于评估

政府官员绩效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促成中国共产党保持“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

共产党对干部考核制度进行了改革，如省级政府绕过地市级政府直接评估县级官员的

①  Bruce Dickson, “Who Wants to Be a Communist? Career Incentives and Mobilized Loyal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7, 2014, pp.42-68.

②  Kjeld Erik Brødsgaar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From Mass to Elite Party”, China Report, Vol.54, 

No.4, 2018, pp.385-402.

③  Kjeld Erik Brødsgaard, “Cadre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CPC”,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 2, 2012, pp.69-83; Kjeld Erik Brødsgaard(eds.), Chinese Politics as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38-55.

④  Bruce Dickso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34.
⑤  Yun-han Chu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74-104.

⑥  Lance L. P. Gore, “The Communist Party-Dominated Governance Model of China: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Meritocracy”, Polity, Vol. 51, No.1, 2019, pp. 16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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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联动”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层级治理结构，加强了对地方干部的监督。① 还有学

者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后备干部制度的缘起、发展及其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心

选拔和锻炼培养了一支政治立场正确、具有年龄优势和卓越行政能力的群体。该群体

担任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后，将会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自觉抵御西方自由化的

侵蚀。②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帕特里夏·桑顿则强调，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制度可塑性和适应性治理，对于理解由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当代中国政治改

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韧性和适应性的政党，

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③

进入新时代，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党员发展、干部培养、制度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中共百年辉煌可从其自身建设方面探寻答案。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014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以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

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④ 总体来看，进入新时代，海

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反腐败斗争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海外学者普遍认为，腐败问题将

影响民意并有可能削弱政权的稳定性。⑤ 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尼拉·墨宁认为，

不论是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腐败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⑥ 多数海外学者

高度肯定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并认为反腐败依然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首要

而紧迫的工作。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魏昂德指出，中共十八

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确保了中国能够维持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这为政治体制改

①  Rui Qi, Chenchen Shi, and Mark Wang, “The Over-cascading System of Cadre Evaluation and 

China’s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China Information, Vol.35, No.1, 2021, pp.67-88.

②  Wen-Hsuan Tsai and Chien-Wen Kou, “The Party’s Disciples: CCP Reserve Cadres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Resilien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21, 2015, pp.1-20.

③  Patricia M. Thornton, “Of Constitutions, Campaigns and Commissions: A Century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under the CCP”,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48, S1, 2021, pp.52-72.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9 页。

⑤  Andrew G. Walder, “Back to the Future? Xi Jinping as an Anti-bureaucratic Crusader”,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6, No.3, 2018, pp.18-34.

⑥  Jacqesde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eds.), China’s Challen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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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陈刚认为，进入新时代，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

展，不仅中共中央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他认为，中国共

产党长期以来坚持高压反腐，遏制了腐败发展成为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经济发展

的致命性危险。② 马尼拉·墨宁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除了持续时间更

长、覆盖面更广的显著特征之外，还体现出鲜明的制度特征，将反腐败的矛头指向产

生腐败的机制，如大幅度废除或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这种完全不同于简单发布法规或

禁令的做法，成为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本·希尔

曼指出，除了强力的反腐败斗争之外，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还发起了针对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不仅消除了各种潜在的威胁，

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④ 还有学者基于 2006—2017 年中国 31 个省区市的数据，

实证检验了反腐败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起到了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⑤

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	

里·诺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压力包括：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是逆

转，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开始消退，工资水平长期的稳步提升以及劳动力密集型产

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等。⑥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研究专家戴慕珍认为，一些有利于经

济快速发展的条件逐渐消失，如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受到动摇，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

人口红利不复存在，环境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口老龄化导致医疗卫生保障压力越来

越大，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与户籍制度之间的矛盾等。⑦ 许多海外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

持续增长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巴里·诺顿认为，中共十八届三

①  Andrew G. Walder, “Back to the Future? Xi Jinping as an Anti-bureaucratic Crusader”,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6, No.3, 2018, pp.18-34.

②  Zheng Yongnian and Lance L. P. Gore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154-155.

③  Jacques de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eds.), China’s Challen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p.136-137.

④  Ben Hillman, “Law, Order and Social Control in Xi’s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57, No.2, 2021, 

pp.1-21.

⑤  Donghao Duan and Nengsheng Luo, “The Impact of Anti-Corrupt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e Case of China”,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30, No.6, pp. 4957-4970.

⑥  David Shambaugh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116.

⑦  Thomas Fingar and Jean C. Oi, “China’s Challenges: Now It Gets Much Ha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1, 2020, pp.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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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尤为显著的是成立了以习近平为组长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门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

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清晰地表明中共中央决心解决导致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长期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① 美国丹佛大学中美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指出，

中国领导人不仅要将中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变为高质量的内部发展，而

且还要建立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制度性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这两个方面的顺利过渡将

使中国模式立于不败之地。② 中国民众也因此非常支持改革和拥护政府。③

三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海外学者广泛讨论的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

长期稳定，这引起了海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校长克劳斯·缪尔哈恩

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紧张和冲突也在上升，经济不平等、民族主义思潮

的兴起以及腐败和环境等问题容易引发社会不满。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

友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维持社会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共安全支出的显著增长和

维稳机构的不断健全也反映出国内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⑤ 布鲁斯·迪克森认为，目前

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和回应民众的意见，满足民众物质利益上的需求，因此不断巩固

和加强了党的权威。⑥ 傅士卓发现，中国共产党增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构

建“服务型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强化社会稳定的同时，还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赢得了

民众的支持。⑦ 美国道尔顿州立学院政治学教授郭宝刚则认为，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

改革使中国国家体制朝着制度化、合理化和合法化的方向不断迈进。⑧ 还有学者指出，

①  Jacques deLisle and Avery Goldstein (eds.), China’s Challen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p.123.

②  Suisheng Zhao, “Whither the China Model: Revisiting the Deb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103, 2017, pp.1-17.

③  Pierre F. Landry, Xiaobo Lü, and Haiyan Duan,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Evaluating Political 

Selection Along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add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1, No.8, 2018, 

pp.1074-1105.

④  Klaus Mühlhahn, 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612-613.

⑤  Andrew Nathan, “China’s Rise an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Robert Ross and Jo Inge Bekkevold 

(eds.), 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2-114.

⑥  Bruce Dickso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35.
⑦  Robert Ross and Jo Inge Bekkevold (eds.), 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05.

⑧  Baogang Guo, “A Par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9, No.126, 2020, pp.8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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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密切融合在

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政党主导下的治理模式。①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

胜利，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同时保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些积极

变化得到了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前景的研究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

表明，实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并不必然需要西方国家竞争性选举和国家权力的

党派轮替。他强调，一些海外学者在预测中国发展轨迹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屡屡碰壁，

这种情形应该让那些敦促中国发生改变的人进行反思，他们往往执着于所谓的“历史

必然性”和先例。② 多数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持积极的乐观态度，他们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灵活的治理能力、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更高的

回应能力，③ 能够有效地克服面临的各种复杂严峻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海外学者认为显著的绩效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布鲁斯·迪克森指

出，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问题突出，但是，到目前为

止，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调整很好地应对了这些问题。他强调，中国民众并不渴望西

方的民主制度，他们不是根据竞争性选举来定义民主的内涵，而是更看重民主的实质

和结果，如治理能力的改善、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等。长期经济发展

不仅显著提高了中国民众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而且使上亿人得以摆脱贫困。此外，中

国共产党极大地改善了公共物品的供给，尤其是在医疗保障、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

覆盖贫困老弱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相信其收入水平和生

活质量仍会不断提高。④ 布鲁斯·迪克森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

不会发生西方国家预期的自由化改革。当然，部分中国民众可能会对环境、食品安

①  Lance L. P. Gore, “The Communist Party-Dominated Governance Model of China: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Meritocracy”, Polity, Vol.51, No.1, 2019, pp. 161-194.

②  Kerry Brown, “A Response to Francis Fukuyama’s ‘Reflections on Chines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1, No.3, 2016, pp.392-404.

③  Hsin-Hsien Wang and Wei-Feng Tzeng, “Building a Hyper-Stability Structure: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Stability Maintenance in Xi’s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57, No.1, 2021, pp.1-22.

④  Bruce Dickso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22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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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医疗和教育成本及质量等问题表达不满，但是中国民众不满的焦点一般是政策的

执行不当，而非政策本身。①

二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凸显其制度优越性。兰斯·戈尔认为，中国

政党主导型治理模式具有显著优越性。他认为，政权合法性可以通过竞争性选举以

外的方式实现。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性选举在塑造合法性方面的作用也十分

有限。② 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政府中的结构、党员融入社会和经济的方

式以及免受西方竞争性选举的影响等，都有助于建立健全问责机制。与此同时，中

国有效避免了困扰西方国家的许多难题，如政治分裂、决策瘫痪、政客的短视、公共

政策的不一致以及否决型政体等。兰斯·戈尔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领域的优势都

有助于其成功发展，如快速适应和长期规划的能力；资源动员、政策协调以及政策试

点的能力；有效的国家领导；持续回应民众诉求；在快速变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追

求政策和制度灵活性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等等。他认为，以西方国家经验为中心的

主流治理理论未能充分涵盖这些领域。中国的经验表明，上述领域的动态流动性无法

用静态的西方民主模式来分析。中国治理模式的结果好于预期，表明中国的经验或许

有助于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问题，而并不需要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也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的背景下。③

三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制度方面的积极变化使其永葆生机。如

柏思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十分庞大，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新成员加入。中国

共产党组织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衰落的观点。他

还发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升其治理能力等，这些举措显示

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组织。④ 美国学者史蒂芬·汉斯认为，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韧性，适应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带

来的剧烈变化。这其中一个关键举动就是权力下放。中共中央将很大一部分政府资源

和自主决策权下放给省级与地方官员，使地方政府成为地方发展的主要决策者和维持

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同时中国共产党很好地解决了权力下放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例如，通过可量化的工作绩效标准来选拔干部，促使他们根据中央决定的任务调整地

①  Bruce Dickson,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9, No.4, 2016, pp.27-44.

②  Bo Rothstein, “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Electoral Democracy vs. Quality of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3, No.3, 2009, pp.311-330.

③  Lance L. P. Gore, “The Communist Party-Dominated Governance Model of China: Legitimacy, 

Accountability, and Meritocracy”, Polity, Vol. 51, No.1, 2019, pp.161-194.

④  Brødsgaard Kjeld Erik, “China’s Political Order under Xi Jinping: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6, No. 3, 2018, p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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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策。① 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体制日益得到完善，党内整风和反腐败工作建立了常态化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党

和国家机构之间的职能分离；使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实现了从消除贫

困到打击腐败的重要目标；集中国家资源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协调性、抗冲击能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等等。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②

四是海外学者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反腐败成就赢得了民众的高度信任。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蔡莉莉等指出，从手段上来说，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表明了中国政府的能力；同时从道义上来说，反腐败的惩罚措施代表着道德承诺。

她发现，民众往往对严惩腐败的地方官员持积极态度。③ 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

究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卡罗瑟斯认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反腐败斗争加强了中共

中央的权威，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总之，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其制

度优势，而不是模仿西方民主，成功地克服了腐败这一严峻的挑战。④ 芝加哥大学教

授杨大利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

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克服过各种危机与挑战，谋求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建立

在法治之上的治理，努力提升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步解决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

题，等等。他指出，近年来一系列调查显示，80%—90% 的中国民众信任中央政府，

这种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在其他国家十分罕见。⑤

五是海外学者认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高水平回应使中国民众坚定地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指出：“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政府不断地对公民的选择做出响应”。⑥ 布鲁斯·迪克森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对民众的安全问题等诉求均给予了回应。⑦ 斯坦福大学学者詹妮弗·潘等进一

步讨论了政府回应的发生机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着超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并对社

会诉求做出反应。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也可能受到自下而上的社

①  Steve Hess, “Decentralized Meritocracy: Resilience, Decay, and Adaptation in the CCP’s Threat-
Management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4, No. 1, 2017, pp.20-31.

②  Steve Tsang & Olivia Cheung, “Has Xi Jinping Mad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re Resilient and 

Enduring?”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3, No.1, 2022, pp.225-243.

③  Lily L. Tsai, Minh Trinh, and Shiyao Liu, “What Makes Anticorruption Punishment Popular?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4, No.1, 2022, pp.602-606.

④  Christopher Carothers,“Taking Authoritarian Anti-Corruption Reform Seriously”,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0, No.1, 2022, pp.69-85.

⑤  Dali Yang, “Dirty Deeds: Will Corruption Doom China?”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7, pp.149-154.
⑥ 〔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谭君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

第 11 页。

⑦  Bruce Dickso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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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压力的影响，如政府网站论坛上的反应等。不论哪种形式，民众都参与其中并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政府高水平的回应则有利于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和维护政治稳定。①

总之，进入新时代，显著的绩效、治理模式的优越性、党在组织和制度上的积

极变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以及不断回应民众诉求等，使很多海外学者对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海外学者长期秉持唱衰中国的

悲观主义论调，鼓吹中国或将步苏联后尘向西方民主转型，或是发生所谓的“延长式

衰落”而陷入停滞，他们的研究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对海外学者相关研究的评析

综观新时代十年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可以发现其研究具有以下一

些显著特征，如积极评价政治领袖的卓越贡献，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以及重视中国特

色和中国传统的影响等。海外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但是对于其中

的某些错误观点则需要加以辨析和批驳。

（一）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特点

首先，海外学者强调了政治领袖的突出贡献。如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称赞习近平

是一位“强大领袖”，作为国家的掌舵者，他对国家的日常事务进行直接领导，并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的发展。②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

易明认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领导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如打

击贪污腐败、应对环境挑战、推动经济改革、确保党的理念在中国政治与经济生活中

全面生根等。她认为，习近平开启了“第三次革命”。③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

特利·沃马克认为，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时，面临着反腐败、加强党的领导、进行经

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法治建设等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第一个任期里，习近平就通过特

有的领导风格在上述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④ 以色列中国研究学者尼姆罗德·

巴拉诺维奇认为，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强大的领袖往往能够更好地凝聚党内

共识，能够建立起中共中央的政治权威。如习近平多次严肃批评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

①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and Yiqing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0, No.2, 2016, pp.383-400.

②  Ezra Vogel, “The Leadership of Xi Jinping: A Deng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0, No.131, 2021, pp.693-696.

③  Elizabeth 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

④  Brantly Womack, “Xi Jinping and Continu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2, No.3, 2017, pp.39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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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并领导了持续性的反腐败斗争，净化了党内的政治生态。他还强调，习近平全

党核心地位的确立是普遍共识的结果。① 克里·布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发展

模式重写了已知的现代化模式。在习近平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政治信

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成就即将实现，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组织的统一和纪律

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出“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等重要概念，绘制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成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手段。②

其次，海外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一方面，对于海外学者来说，

中国的政治发展对西方既有的分析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治经

济学教授韩博天认为，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方式犹如一只“红天鹅”，“对现有的社会

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韧性，加上快速增长的、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国民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非同寻常而又难以预测的重要

案例。中国潜在的巨大冲击不仅会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分配，也会影响全球关

于发展模式的讨论。用社会学方法论的术语来说，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作为

自变量还是作为因变量，对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此点而言，“中国对政

治变迁的传统理论和模型都提出了挑战”。③ 另一方面，布鲁斯·迪克森等许多学者认

为，西方政治转型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因此，一些海外学者开始探讨文化因素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如郑永年认为，海外学

者往往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西方政党的发展经验而非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对中国

共产党来说，文化不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重塑了党的自身结构。近代以

来，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许多文化元素仍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例

如开放性、基于功绩的政治竞争以及有序参与等都内嵌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同时

也体现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之中。④

最后，海外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尤其是广阔的经济社

会转型背景之下进行分析。2021 年 11 月，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

①  Nimrod Baranovitch, “A Strong Leader for A Time of Crisis: Xi Jinping’s Strongman Politics as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Regime Weakn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0, No.128, 2021, 

pp.249-265.

②  Kerry Brown and Una Aleksandra Berzina-Cerenkova, “Ideology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p.323-339.

③ 〔德〕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16—17 页。

④  Zheng Yongnian and Lance L. P. Gore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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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因此，“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

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

史观”。① 宏大的历史视野使海外学者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各种挑

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例如，韩博天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变化和不确

定的环境下维持治理的主要方法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革命经验，这些治理技巧深受毛

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将政策制定视为一个不断变化、解决矛盾、持续

试验和随时调整的过程。这些治理技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

与其他政体更倚重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治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②

（二）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优点与不足

海外学者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例如，有关中国共产党如

何与时俱进，不断做出积极变革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我们拓宽学术视野，深化已有研

究，并深入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态度。③ 戴慕珍等认为，未来中国需要继

续深化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及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加强法治建设

等。④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怀默霆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

题：一是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利润，完善市场改革；二是优化人口结构，以降低出

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三是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乡教育机会均等，培养一支

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开展国际竞争。⑤ 托尼·赛奇

也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问题，但这不意味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法实

现，而是表明需要采取正确而灵活的政策。他强调，如果政府能够很好应对环境和经

济增长等重要问题，就不会发生严重危机。⑥

但是，少数海外学者的研究明显是政治偏见多于学理分析，主观臆想多于事实

判断，完全无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积极变迁。如“中国崩溃论”的代表美国加州

①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

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

② 〔德〕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版，第 16 页。

③  高晓林等：《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 年

第 2 期。

④  Thomas Fingar and Jean C. Oi, “China’s Challenges: Now It Gets Much Ha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1, 2020, pp.65-82.

⑤  Martin K. Why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Xi Jinping’s ‘China dream’: an 
Overview with Personal Reflection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3, No.2, 2021, pp.115-134.

⑥  Tony Saich, From Rebel to Ru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45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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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一方面承认中国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充分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能力，但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鼓吹“革命”不可避免。①

此外，那些宣称西方民主是中国必然归宿的论断也存在逻辑谬误。甚至连“历史终结

论”的始作俑者福山也承认，“民主在中国获得了广泛支持”“许多人并不反对整个体

制”，而且对政府保持高度信任。②

以布鲁斯·迪克森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消

极的“反应性行为者”，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将不断变化的环境置于控制之下的能力。③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以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中国共产

党不仅能够积极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挑战，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重要领域主动

进行改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认为，中国共产党保

持蓬勃生机的原因在于能够不断地探索新的机制、制定新的法规和政策以解决问题。

不论海外学者认同与否，中国某些方面的制度性进步十分深刻，甚至比外部世界所感

知的还要更加民主。通过与时俱进地对社会变迁做出积极调适与回应，是中国共产党

能够长期稳定地维持其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④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分析过程中都本

能地将中国置于“民主”的对立面，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制度化之间存在内在张

力，制度化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等。

总之，2012—2022 年海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涌现了丰富成果，研究

主题广泛、视角开阔、方法多样。他们多数肯定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如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自身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以及执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等，同时也对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但需要指

出的是，海外学者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偏颇，部分论述也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因

此，我们需要对海外学者的研究秉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保持应有的警惕和鉴别力。

［责任编辑：叶张瑜］

①  Pei Minxin, “Transition in China? More Likely than You Think”,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7, 

No.4, 2016, pp.5-19.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02—403 页。

③  Allen Hicken, Erik Martinez Kuhonta(eds.),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66-167.

④  Li Cheng,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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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ling water and soil loss, reducing sediment entering the Yellow River,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al basic conditions. The work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and successful new exper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made top-level design 

and overall deploy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eaturing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water”. The Yellow River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rive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and 

soil loss,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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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Overseas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CPC in 2012—2022…………Ni Chunna（106）

Abstract: Since the new era, overseas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CPC has been rapidly warming 

up. They are keen to discuss various complex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PC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and also made various pred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CPC. 

On the whole, most overseas scholars affirmed that the CPC has strengthened its ideological work, 

made great progress in its own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s governance ability. They are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of the CPC. They emphasize the prominent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s, tend to analyze 

the CPC from a gr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begi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mpac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ditions. The research of overseas scholars provides us with some references, but 

some wrong views need to be discriminated and refuted.

Keywords: new era,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CPC, status quo,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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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China……………………………………… Sun Jian（120）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overseas academic circles have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China,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deolog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ll-off society, the practice and 


